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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
能否降低资源错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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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测算资本错配指数与劳动错配指数的基础上,运用PSM—DID方法实证检验了中国自由

贸易试验区设立对资源错配的影响。研究表明:全国层面上平均资本错配指数明显高于劳动错配指数,而

自由贸易试验区内的资本错配指数在2012年之前大于劳动错配指数,2012年之后资本错配程度明显减

轻,且低于劳动错配程度;经实证检验发现无论是资本错配指数还是劳动错配指数的回归系数均在10%以

上的显著水平下为负,表明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设立有利于缓解试验区内资源错配问题;由政策时间趋

势检验表明,随着时间推移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设立对试验区劳动错配改善作用逐渐提高,而对资本错配程

度作用在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后第一年作用最为突出,随后政策效果趋弱;进一步得出地区市场化水平的

提高强化了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对资源错配的改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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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年均9.6%的速度增长,且在2010年其经济总量超过日本跃

居世界第二位[1]。但由于粗放型增长模式已不适应目前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因此提高资源配置

效率就显得尤为重要[2]。长期粗放型增长模式不仅造成了地区、行业、部门之间的资源错配,还

影响了经济的产出组合方式,最终影响了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3]。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

态,存在着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产能过剩等结构性问题,使得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源错配问题

更加严峻[4]。要素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对于国家经济发展重要性不言而喻,这一问题也得到党和

国家的高度重视。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

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

序、企业优胜劣汰。”[5]

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后对于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提出的。从国际发

展趋势来看,虽然和平与发展仍是世界主题和共识,但逆全球化与贸易保护主义的逆流同样值得

注意[6]。在世界贸易组织(WTO)框架下多哈会谈面临重重阻碍,促使世界各国转而建设区域性

的贸易合作组织,从而产生了自由贸易区。而中国自加入 WTO至今已有18年历史,在此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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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中国不断修订或废止与国际贸易条款相冲突的部分;其次,通过与多个国家或地区签订双

边或多边投资贸易协定逐步形成贸易开放格局。但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其加入 WTO的红利逐

渐消耗,与世界主要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摩擦逐渐凸显,加之TPP、TTIP、PSA等国际背景使中国

面临的国际贸易环境发展不确定性增大;再者,从国内发展来看,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在

推出4万亿支出、成功抵御外部冲击后,但也使得我国面临着产能过剩、产品积压库存、产业结构

亟须转型等问题。在新时期下,建立开放经济体系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再上新台阶的关键。因此,

在上述背景下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应运而生,于2013年8月经批准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

正式设立,2015年4月又设立了广东、天津、福建三地为自由贸易试验区,截至目前,已有18个自

由贸易试验区,商务部数据显示,2019年1至6月,自贸试验区吸收外资实现高速增长,自贸试验

区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20.1%。自贸试验区的设立,使得劳动力、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跨区

域流动性增加,更多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在区域内得以聚集,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资源的

优化配置,而关于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对资源配置效率实证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基于

此,本文以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为准自然实验场景,运用PSM—DID方法实证检验自由贸易试

验区设立对资源配置的影响。

二、文献回顾

本文的研究主要涉及三方面的文献。

一是关于资源错配方面的研究。资源错配的概念最早是由 Hsieh&Klenow提出,后逐渐形

成了从微观企业到宏观经济的理论体系[7]。资源错配类型作为资源错配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

主要分为内涵型资源错配和外延型资源错配,其中内涵型资源错配研究以 Hsieh&Klenow为代

表,而外延型资源错配研究以Brandt等为主要代表。后续研究主要围绕资源错配的两种类型,

展开资源错配测算以及其对经济增长影响研究[8]。对于资源错配测度研究如Charietal等基于

要素流动 摩 擦 障 碍 视 角,在 借 鉴 黏 性 工 资 理 论 的 基 础 上 测 算 了 劳 动 力 资 源 错 配 程 度[9]。

Hugo&Hopenhayn构建了资源错配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内生理论模型,研究发现若劳动要素

弹性为0.67时,资源配置效率与美国水平相当,则总体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将提高28.7% [10]。

而王文和牛泽东研究表明如果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水平达到美国资源配置的标准,中国工业上

市公司总体TFP将在现有基础上提高0.35—0.9倍[11]。

二是关于贸易自由试验区设立方面的研究。为加快融入经济全球化体系以及进一步释放改

革红利,2013年9月,我国自主选择的首个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正

式成立,由此拉开我国新一轮深化改革的序幕[12]。不少学者就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对宏观经济

发展、微观企业创新以及环境效应展开了较为详细的研究[13-14]。陈林和罗莉亚研究指出自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后,随着贸易壁垒的降低,对区域经济发展具有明显促进作用[15]。谭建华

和严丽娜基于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检验了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对企业

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显著提高了企业技术创新水平[16]。贸易自由化

对环境效应的影响主要是根据Grossman&Krueger的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及技术效应的分析框

架而展开的[17]。而这些文献由于所研究的时期、国别或是污染排放物等不同,得出的结论也存

在明显差异。

三是关于贸易自由化对资源配置效率方面的研究。对于如何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是研究资源

配置必须要回答的问题。一方面,在相对封闭的经济条件下,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主要是通过一

国或一个地区内部资本和劳动等生产要素的流动和配置得以实现[18]。而在开放的经济条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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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要素不仅在本国或本地区之内流动,还可以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等方式参与国际分工,实现资

源在世界范围内优化配置。另一方面,伴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一轮转型升级,贸易自由化程度将

进一步加深。因此部分学者将贸易自由化对资源配置的影响展开研究。如Gopinath等以南欧

国家为研究对象,指出伴随着金融自由化水平提高,导致大量资本涌入加剧了南欧国家的资源错

配程度[19]。而毛其淋和许家云采用行业中企业间生产率分散度衡量资源错配,研究得出中间品

的贸易自由化能够显著降低资源错配问题[20]。樊海潮和张丽娜研究了我国多产品企业在中间

品贸易自由化条件下,通过调整其出口产品的成本加成,得出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优化了企业内部

资源配置[21]。周申等以中国加入 WTO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DID)方法系统考察了贸

易自由化对制造业劳动力资源错配的影响,并对其内在机制进行探讨[22]。

上面通过对已有文献进行较为详细的回顾得知,关于资源错配与贸易自由试验区的研究已

较为详细,而贸易自由化对资源配置影响还未得出一致结论。中国贸易自由试验区的设立标志

着改革开放深度进一步加深,那么其对前期由于粗放式发展造成的资源配置效率低下是否存在

明显改善作用? 若存在,那么随着贸易自由试验区在我国发展的逐渐成熟,其政策实施的时间趋

势如何? 最后由于中国各地区的市场化程度不同,那么地区市场化水平差异是否影响贸易自由

化对资源错配的改善效果呢? 基于此,本文以中国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为理想的准自然实验,运

用PSM—DID方法识别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对资源错配的改善作用。通过对上述问题的深入

研究,其一,可为实现进一步开放与要素市场制度建设提供有益参考和借鉴;其二,有利于理清在

贸易自由化不断加深的进程中其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以期最终进一步丰富贸易自由

化对资源配置影响的研究。

三、资源错配指数的测算

(一)测算方法

由资源错配的研究框架可知,内涵型资源错配包括资本错配和劳动错配两种类型,因此在借

鉴 Hsieh&Klenow[7]、白俊红和刘宇英[2]的做法的基础上测算资本错配指数τK 和劳动错配指

数τL,将总体经济产值记为Y,总资本为K,总劳动力为L。具体测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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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γKi 和γLi 表示第i地区要素价格绝对扭曲系数,其含义是资源相对没有出现扭曲时的

加成水平。而在实际计算时通常采用要素价格相对扭曲系数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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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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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分别表示地区i资本和劳动占总资本和总劳动的份额;si=

Yi

Y
表示地区i的总

产出占总体经济产出的比重;βK =∑
N

i
siβKi 、βL =∑

N

i
siβLi 分别表示加权的资本贡献值与劳动贡

献值。

对于资本和劳动的要素产出弹性估计,采用索洛余值法来估计。假设生产函数为规模报酬

不变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具体函数形式如下:

Yit=AKβKi
itL1-βKi

it (3)

对(3)式两边取对数,经整理可得:

lnYit/Lit( )=ln A( )+βKiln Kit/Lit( )+ξi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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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产值用各省份的GDP表示,并以2010年为基期,将其他年份的GDP按照GDP平减指

数转化为以2003年不变价格表示的实际GDP。资本投入量使用各省份的固定资本存量表示,

资本存量根据“永续盘存法”进行估算,其计算公式为:

Kt=It/Pt+(1-δt)Kt-1 (5)

Kt表示当期的固定资本存量;It为当期的名义固定资本形成总额;Pt为固定资产投资价格

指数;δt 表示折旧率,借鉴张军和章元的做法取值为9.6%[23];Kt 表示上一期的固定资本存量。

劳动量投入使用各省份的平均就业人数表示。

通过对(4)式的估计,得出各地区的资本和劳动的要素产出弹性βKi 、βLi,再根据(1)式和(2)

式测算出各地区资本错配指数τK 和劳动错配指数τL 。由于若资源存在错配时,τ不等于0,进

一步当资源配置不足时τ>0;资源配置过度时τ<0,因此为了实证模型回归结果的一致性,将
资本错配指数τK 和劳动力错配指数τL 做绝对值处理,其绝对值越大,表示资源错配程度越大。

(二)数据来源

本文以中国30个省(区、市)作为研究对象(由于西藏地区数据缺失严重,因此未作为本文的

研究对象),选取2010—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本文数据选取2010—2017年有以下原因:首先,

由于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导致中国对外贸易发生重大变化,为避免受到特殊事件影响以干扰政

策评估效果,将研究初始年份定为2010年;再者,考虑到在2018年之后又陆续设立多个自由贸

易试验区,导致研究样本量大大减少,因此将研究截止时期定为2017年。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

统计年鉴》以及各省、区、市《统计年鉴》,对于少部分缺失数据,采用趋势拟合估算得到。
(三)测算结果

本文根据上文的测算方法计算了各省份2010—2017年资本错配指数与劳动错配指数。该

指数绝对值越大,则表示资源错配程度越严重。图1汇报了2010—2017年全国层面的平均资本

错配指数和劳动错配指数总体变化趋势,图2则报告以天津、福建、广东为实验组的2010—2017
年平均资源错配指数变化趋势。

图1 2010—2017年全国层面的平均资源错配指数

由图1可知,首先,全国层面上平均资本错配指数明显高于劳动错配指数,虽然资本错配情

况在2010—2012年有所改善,但在2012年之后出现反弹;其次,劳动错配指数总体变化平稳,且
略有上升。由此说明,我国目前资本错配问题较劳动力错配问题更为突出,其主要原因可能是在

2008年金融危机时投入大量资本未能充分吸收消化,造成后期一定程度上的资本错配问题。而

劳动力错配情况随着户籍制度改革,加强了劳动力自由流动性,但还存在着劳动者素质低下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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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因此,目前劳动错配问题仍不能忽视。

图2 实验组2010—2017年的平均资源错配指数

由图2可知,实验组资本错配指数在2012年之前大于劳动错配指数,而在2012年之后资本

错配程度明显减轻,且低于劳动错配程度,劳动错配程度总体变化趋势与全国层面一致,但高于

全国平均水平。实验组均是处于我国东部地区,此地区近些年来随着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市场

机制不断完善,资本可根据市场价格进行合理配置。而劳动力由于经济快速发展需求量不断增

加,但由于劳动力流动障碍尚未完全消失,造成一定程度错配问题。

四、实证方法与模型设定

(一)倍差法(DID)

DID方法最初是由Ashenfelter&Card提出[24],Moffitt进一步完善该方法,其基本思想是对

比一项政策前后的变化以评估该项政策效果,其主要是通过比较实验组(TreatmentGroup)与对

照组(ControlGroup)变化判断政策的影响程度[25]。该种方法已广泛应用在公共政策或项目实

施效果的定量评估研究当中[26]。此种方法是把时间虚拟变量引入,将政策实施前作为对照组,

实施后作为实验组,然后运用DID 模型检验政策效果是否显著。根据DID 方法思想构建如下

公式:

        DID=ΔY
∧

treatment-ΔY
∧

control

= Y
∧

treatment,t1 -Y
∧

treatment,t0( )- Y
∧

control,t1 -Y
∧

control,t0( ) (6)

式(6)为DID的基本理论模型。其中,DID 表示双重差分估计量;treatment为实验组;con-
trol为对照组;t1 是政策实施后;t0 是政策实施前。

根据本文研究内容可知,主要检验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对资源错配的影响,但考虑到研究样

本数量及时间等原因,因此本文将研究时间段设定为2012年-2017年,将广东、天津、福建三地作

为实验组,其他省份作为控制组(除去上海)。因此依据上述DID模型思想构造如下计量模型:

τKit=β0+β1yeart+β2provincei+β3yeart×provincei+μi+ξit (7)

τLit=β0+β1yeart+β2provincei+β3yeart×provincei+μi+ξit (8)

式(7)、(8)中τKit 、τLit 为被解释变量,本文以资本错配指数和劳动错配指数作为资源错配指

标,其中下标i、t表示省份和时间;year 和province 分别表示时间虚拟变量和个体虚拟变量;

year×province表示政策实施后的城市虚拟变量,其回归系数表示了政策效果;μi表示控制了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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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固定效应;ξit表示残差项。
(二)倾向得分匹配法(PSM)

事实上,由于各个省份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完全一致的时间效应几乎无法做到,因此,以

Heckman(1976)[27]、Rosenbaum&Rubin为代表提出的倾向得分匹配法可有效消除样本选择偏

差[28]。倾向得分计算公式如下:

pi Xi( )=Pprovinceit=1 X =Xi )( =F h Xi( )[ ] (9)

其中,provinceit为实验组虚拟变量;Xi表示第i个省份的特征变量;h(·)为线性函数;

F(·)为Logistic函数。根据倾向得分值确定实验组省份的对照组,但前提条件是趋势评分须满

足平衡性。
(三)倾向得分匹配倍差法(PSM—DID)

Smith&Todd研究认为将倍差法与倾向得分匹配两种方法结合起来会大大提高估计结果

的准确性[29]。PSM方法虽然通过倾向得分计算得到与实验组具有相似特征的对照组,可有效解

决模型存在的部分内生性问题,但无法避免因变量遗漏而产生的内生性问题,而DID方法则可

以通过双重差分克服内生性问题,但却存在着样本选择偏差问题,基于此,本文最终采用PSM-
DID方法,以便精确地估计自由贸易试验区的环境效应。由此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τPSM
Kit =β0+β1yeart+β2provincei+β3yeart×provincei+β4Xit+ξit (10)

τPSM
Lit =β0+β1yeart+β2provincei+β3yeart×provincei+β4Xit+ξit (11)

其中,Xit为影响资源错配的一组协变量,其余变量与前文相同。
(四)变量说明

1.因变量

本文因变量是依据在资源错配指数测算部分计算得出的资本错配指数和劳动错配指数,即

τK、τL。

2.自变量

本文选取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时间虚拟变量(yearit)、自由贸易试验区的省份虚拟变量(prov-
inceit)及其交互项(yearit×provinceit)作为解释变量。其中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时间虚拟变量度

量了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前后实验组和控制组资源错配的变化;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城市虚拟变

量度量了自由贸易试验区与非自由贸易试验区之间资源错配变化的差异;而交互项度量了自由

贸易试验区设立对实验组和控制组的空间影响差异,也是本文的核心自变量。

3.协变量

关于协变量的选择本文在参考韩长根和张力的基础上,将地区产业结构(IS)、金融发展水

平(FD)、技术创新水平(TI)以及城镇化水平(UI)作为本文的协变量[1]。其中,产业结构采用第

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来衡量;金融发展水平借鉴已有文献通常的做法将各地区贷款余额占

GDP比重作为金融发展的水平[30-31];技术创新水平表现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研发能力,其中专利

的授权数表示一定时期内某地区研发能力大小[32],因此本文将各地区专利授权数自然对数作为

地区技术创新水平的衡量指标;城镇化水平用年末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反映[33]。
(五)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1汇总了主要变量的数据特征,同时为解决异方差问题,数据处理多采用取对数、取比值

的方法。从数据描述性统计结果来看,资本错配指数τK 的均值明显大于劳动错配指数τL 均值,

且资本错配指数τK 的标准差较大,由此表明资本错配指数τK 的变动较为明显。具体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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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数据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均值 标准差 最大值 最小值

τK 0.646 0.684 6.983 0.003
τL 0.297 0.204 0.993 0.002
IS 0.440 0.094 0.806 0.286
FD 1.286 0.429 2.585 0.655
TI 10.374 1.463 13.350 6.400
UI 0.536 0.134 0.896 0.291

  注:由软件STATA15输出

五、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平稳性检验

倾向得分匹配法的有效性需依赖平衡性假设,即处理组和控制组样本匹配特征变量不存在

显著差异。因此下文将检验对进行倾向得分匹配后,是否使得各变量在处理组与控制组分布变

得平衡。由表2的检验结果可知,在进行匹配之后,各协变量的均值在实验组与控制组之间并不

存在显著差异。由此,表明在采用倾向匹配得分方法之后可有效解决可能存在的内生性及选择

偏误等问题。
表2 各变量平衡性检验

变量 MeanControl MeanTreated Diff. │t│ P(│T│>│t│)

τK 0.145 0.448 -0.184 1.85 0.065*

τL 0.145 0.448 0.304 8.59 0.000***

IS 0.442 0.430 -0.012 0.64 0.524
FD 1.238 1.158 -0.081 1.00 0.319
TI 11.187 11.440 0.253 0.97 0.337
UI 0.639 0.610 -0.029 1.08 0.285

     注:由软件STATA15输出

(二)政策效果检验

在协变量检验显著与平稳性检验的基础上,本文运用PSM—DID方法检验自由贸易试验区

对资源错配的影响。表3汇报为以资本错配指数τK 和劳动错配指数τL 作为因变量的PSM—

DID模型的政策检验的结果。

表3的回归结果表明,无论是资本错配指数τK 还是劳动错配指数τL 的回归系数均在10%
以上的显著水平下为负,这说明了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设立有利于缓解试验区内资源错配问

题。其主要原因是在于随着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设立,生产要素不仅在本国或本地区之内流动,还
可以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等方式参与国际分工,再者,可进一步发挥比较优势,实现资源在世界范

围内优化配置,从而降低了试验区资源错配的程度。但从回归系数绝对值来看,资本错配指数

τK 系数绝对值明显大于劳动错配指数τL 系数绝对值,进一步表明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设立对缓

解存在资本错配问题更为突出。可能的原因是劳动错配问题的存在更偏向于试验区自身固有的

问题,例如现存户籍制度改革还未突出成效,导致劳动力流动受到阻碍,从而使得自由贸易试验

区实施对改善劳动错配程度效果还有待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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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PSM-DID模型的政策检验结果

变量 τK τL

year×province
-0.399*

(0.236)
-0.087***

(0.018)

协变量 Yes Yes
个体固定效应 Yes Yes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R2 0.43 0.50

  注:*、**、***分别表示10%、5%和1%的显著水平,括号中数值为标准误

(三)稳健性检验

1.安慰剂检验

控制组与实验组具有可比性是本文采用DID方法分析自由贸易试验区对资源错配影响的

一个假设前提条件,即若不存在自由贸易试验区这一既定事实,实验组和控制组之间的资源错配

情况差异不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因此,本文借鉴 Hung&Wang做法,其主要的思路是人为地

变更政策实施的时间,将变更后的政策变量参与到原模型回归分析中,通过回归结果对比验证政

策效果[34]。因此本文将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设立年份提前1年、2年,再将提前的变量参与到原模

型的回归当中去,由此判断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其次,构建假设的控制组和实验组。本文假

设实验组省市,包括广西、湖南、河北、四川、江苏、江西,其余省、市作为假设对照组[35]。如果安

慰剂检验的结果不显著,则意味着在没有实施该政策的年份或地区无法得出相同的结论,因此得

出基准回归结果是稳健的。表4假定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时间提前1年和2年的情况,经检验

表明,假定的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时间并不显著,这从另一方面说明自由贸易区内资源配置效率

提高并不是由其他因素导致,而是由于自由贸易实验区的设立所致。同样,表5中改变实验组的

回归结果也不显著,说明基准回归结果具有一定的稳健性。
表4 安慰剂检验(改变政策实施时间)

变量 τK τL τK τL

year×province
(front1)

-0.928
(2.320)

-0.072
(0.064)

year×province
(front2)

-0.812
(2.801)

-0.112
(0.075)

协变量 Yes Yes Yes Yes
个体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R2 0.51 0.45 0.38 0.34

  注:front1表示假定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前1年设立,front2表示假定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前2年设立,括号中数值为标准误

表5 安慰剂检验(改变政策实施对象)

Variable τK τL

year×province
-0.403
(0.2806)

0.102
(0.0674)

协变量 Yes Yes
个体固定效应 Yes Yes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R2 0.40 0.29

  注:*、**、***分别表示10%、5%和1%的显著水平,括号中数值为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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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剔除离群值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查结果是否受某些特别有影响力的异常值驱动,我们对所有连续变量的最高和最低

1%进行了 Winsorized处理,并重新评估了包含控制变量的基准模型。估计值报告在表6中。再

次发现,回归结果仍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表明模型回归结果具有一定稳健性。
表6 剔除离群值稳健性检验

变量 τK τL

year×province
-0.378*

(0.199)
-0.083***

(0.021)

协变量 Yes Yes
个体固定效应 Yes Yes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R2 0.56 0.49

  注:*、**、***分别表示10%、5%和1%的显著水平,括号中数值为标准误

(四)政策时间趋势检验

为进一步考察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设立对试验区内资源错配程度在时间上的变化趋势,本文

给出了在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当年以及设立后每一年对试验区内资源错配的影响。由回归系数

可看出,随着时间推移,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设立对试验区劳动错配改善作用逐渐提高,而对资本

错配程度作用在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后第一年作用最为突出,随后政策效果趋弱。其可能的原

因是由于自由贸易试验区在我国发展的逐渐成熟,增强了劳动力在各个地区之间的流动,但由于

劳动错配存在的情况较为复杂,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政策效果并不能立刻突显出来,因此会存在着

政策实施效果递进的过程。而资本由于具有趋利性的特点,其对贸易自由试验区设立的政策作

用反映较为迅速,因此政策效果前期表现就较为明显。结果如表7所示:
表7 政策实施效果的时间趋势

变量 τK τL

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当年(2015)
-0.529
(0.368)

-0.004
(0.087)

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后第一年(2016)
-0.640*

(0.393)
-0.131
(0.095)

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后第二年(2017)
-0.346*

(0.196)
-0.180*

(0.100)

协变量 Yes Yes
个体固定效应 Yes Yes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注:*、**、***分别表示10%、5%和1%的显著水平,括号中数值为标准误

(五)进一步分析

已有的研究表明,由于中国各地区不完全的市场化导致了资源要素错配,导致有效产出有所

损失[36]。具体表现在政府对经济活动干预过多、市场分割与地方保护主义、僵尸企业的大量存

在等[37]。市场化程度高低对市场份额转移具有一定影响,若不同地区之间加强了要素流动,则
有利于降低资源要素的错配程度。那么,地区市场化水平会不会影响贸易自由化对资源错配的改

善效果呢? 由此,将模型(10)、(11)加入地区的市场化水平指标构建如下三重差分(DID)模型:

τPSM
Kit =β0+β1yeart+β2provincei+β3yeart×provincei×marketit+β4Xit+ξit (12)

τPSM
Lit =β0+β1yeart+β2provincei+β3yeart×provincei×marketit+β4Xit+ξit (13)

其中,marketit表示第i各地区在第t年市场化水平,其具体采用的是一个地区的市场化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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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35],而2017年地区市场化水平采用回归方法得到外插值,其余变量符号含义与前文一致。由

实证回归结果可知,核心解释变量在5%及以上的显著水平下为负,表明地区市场化水平的提

高,强化了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对资源错配的改善作用。对于回归结果如表8所示:
表8 加入市场化程度的政策检验结果

变量 τK τL

year×province×market
-0.127**

(0.058)
-0.051***

(0.014)

协变量 Yes Yes
个体固定效应 Yes Yes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R2 0.37 0.69

  注:*、**、***分别表示10%、5%和1%的显著水平,括号中数值为标准误

六、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自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以来取得了一系列成就,据已有研究发现其可能对目前中国资

源错配问题有所改善,但未取得一致性结论。基于此,本文采用2010—2017年中国省级面板数

据,根据资源错配的研究框架测算中国省级资源错配基本情况。测算的结果表明:首先,全国层

面上平均资本错配指数明显高于劳动错配指数,虽然资本错配情况在2010—2012年有所改善,
但在2012年之后出现反弹,而劳动错配指数总体变化平稳,且略有所上升;其次,实验组资本错

配指数在2012年之前大于劳动错配指数,而在2012年之后资本错配程度明显减轻,且低于劳动

错配程度,劳动错配程度总体变化趋势与全国层面一致,但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此外,运用

PSM—DID模型实证检验了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设立对实验区资源错配的影响。经研究发现无论

是资本错配指数τK 还是劳动错配指数τL 的回归系数均在10%以上的显著水平下为负,这说明

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设立有利于缓解试验区内资源错配问题。经一系列稳健性检验表明实证

结果具有一定的稳健性,但随后进行的政策效果时间趋势检验发现,随着时间推移自由贸易试验

区的设立对试验区劳动错配改善作用逐渐提高,而对资本错配程度作用在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

后第一年作用最为突出,随后政策效果趋弱。最后,进一步分析了地区市场化水平影响贸易自由

化对资源错配的改善效果,得出地区市场化水平的提高强化了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对资源错配

的改善作用。
针对以上研究结论并结合理论分析,得出以下几点政策启示:(1)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加速的

背景下,应深度参与国际分工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在世界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从而最终改善中

国现存资源错配程度。如基于“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长期合作,鼓励

本国企业走出去,加强对先进技术学习与应用以提高自身资源配置效率。(2)建立以市场在资源

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的市场体系。首先,主要是打破行政性的资源垄断现象,使得市场分得更多资

源,其次,明确产权以逐步形成竞争有序的市场化价格机制,从而使资源利用效率尽可能达到最

大化。(3)减少生产要素流动障碍以增加其流动性。首先,在劳动力要素市场方面,应加大对基

础教育投入,提高高端应用人才在劳动要素中的配置比例;加快对户籍制度改革,原有户籍制度

严重阻碍劳动力在各个地区之间流动。其次,在资本要素市场方面,应深入推动资本市场改革,
发展和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推进农村资本市场建立,已逐步增强农村资本流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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